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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彭德怀、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风波】

事情要从苏联说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此后赫鲁晓夫

接班。4年之后的1957年6月，在苏共中央主席

团的一次会议上，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受到了莫

洛托夫等主席团多数委员的反对，会议以7∶4

的表决结果要求赫鲁晓夫辞职，赫鲁晓夫则要

求召开中央全会予以解决。也就在中央主席团

休会期间，国防部长朱可夫命令国防部门用军

用飞机火速把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

赫鲁晓夫终于在中央全会上击败了莫洛托夫等

人。

事情过后，“一水涟漪”，军人的作用无

形中引起了苏共高层对朱可夫的高度警惕。后

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称：正是在这个时候，

朱可夫“攫取了很大的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

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

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像他们那

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

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

军区司令员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

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

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我告诉其他同志说，

‘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

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

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

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这年10月，苏联元

帅马利诺夫斯基取代朱可夫，成为新的国防部

长。11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决议，谴责朱可

夫试图削弱党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企图

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从而“破坏了党

的列宁主义原则”，并认为他丧失了“列宁教

导我们的党的谦虚精神”，从而辜负了党的信

任。这便是所谓“朱可夫事件”。

“朱可夫事件”对中国有没有影响？或者

说有没有间接影响？有着漫长历史并且深受丰

“朱可夫事件”的涟漪

□    散   木

富的相关历史故事情节影响的中国人，特别是

高层领导人，对此绝不会掉以轻心。据刘伯承

元帅的一次谈话：1949年刚解放进城，6个军

区的司令员去看毛泽东，当时刘想：“毛主席

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

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

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回

忆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

严格啊！”（林蕴晖《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

山罢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也就在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针对中央有人“破坏

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接连

批示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

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

注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

社1977年版）果然，到了1958年，军队高层中

突然有了一次“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它拉

开了直到“文革”才结束的一系列军方“路

线斗争”的序幕，此后1959年的反彭（德怀）

黄（克诚）的斗争、1960年的反谭政的斗争，

乃至“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直至

“九一三”事件等，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事关朱可夫。1958年1月21日，毛

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在整风中，建议军队

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

题，此事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

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对此，黄克

诚后来回忆说：“这次会议，实际是中央领导

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

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这可能

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

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1958年的整风涉及军队，肇始于军队高层

就如何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军队建设的一次争

论。其实，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对“老

大哥”、对“学习苏联经验”等，已经开始有

斯大林与朱可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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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转向。1958年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以整风的

方式检查和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为此毛

泽东特别指示“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

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强调军队必须放在

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5月26日，在中共中央

军委预备会议上，军委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

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进行检讨，翌日军委

扩大会议开幕，大会强加给粟裕“一贯反领

导”、“向国防部要权”等罪名，迫使粟裕在

会上做检讨。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

“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

级。此后，会议又转向对“教条主义”的批

判，刘伯承、萧克等皆成为批判的重点。这是

在“文革”爆发前七八年，反对“教条主义”

已经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

方式，并先后批判了军队高层萧克、李达、陈

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仅

仅一年后，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等

人也遭到批判，黯然下台。

两次共和国将领的滔天风波，无一例外，

皆与苏联或朱可夫的影子相关。

其一：1957年11月，粟裕曾随中国军事代

表团访苏，其间他对苏军总参谋长作了礼节性

的拜访，并向对方要了一份苏军国防部与总参

谋部工作职责划分的材料。这次拜访仅用了半

个小时，除去翻译所占用的时间，双方谈话的

内容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后来在批判粟裕的

大会上，却被无限上纲到所谓“告洋状”，有

人甚至在中央面前说粟裕“里通外国”。

其二：庐山会议上，有人认定彭德怀的

“猖狂进攻”所以有底气，是因为他“从国际

取了一点经”。“取经”是指1959年6月彭德

怀出国访问回来后，了解到山东、甘肃等省出

现了粮荒的严重情况，他不由感叹：匈牙利人

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

要不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好，党中央、毛主席威

信高，也会发生“匈牙利事件”。曾在刘少奇

身边工作的邓力群也回忆说：庐山会议批判彭

德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当时有人揭发，

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

的话，说：中国的问题严重，困难会继续下

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

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

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他的信，他的发言，在

很多小组会上有同感……同意彭德怀意见的

越来越多。而在小组会上，彭德怀又说了些

气话，翻老账，延安的华北会议开了他40天的

会，他耿耿于怀。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

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

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

同小异。因此引起一种怀疑：里外呼应”。

据林蕴晖《国史札记》（东方出版中心

2008年版）：彭德怀在庐山上的信，使毛泽东

在思想上发生了剧变，在他看来，党外“右派

言论”和党内部分县团级干部的反映，本不屑

一顾。但中央政治局内的彭德怀竟同这些人相

呼应来“夹攻”，那就非同等闲，必须针锋相

对予以回击了。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原因，即

所谓“取经”，如彭德怀在写信之前曾在7月

7日的小组会上发言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

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

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还没有经过试验，如果

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那就好了。”就在11天之

后，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出席一

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他在演说中也提

及：“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

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

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

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

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

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

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

‘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

没有什么成绩。”这一讲话，刊载于7月21日

的《真理报》上，美国《纽约时报》则于22日

刊载了其驻华沙记者的报道，内称：“苏联发

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这种

办法是错误的。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

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

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

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又不久，台湾中央社也

于22日对此作了报道，上述这些材料又被及时

送到庐山，并由胡乔木于7月28日送呈毛泽东

批阅。

29日，毛泽东批示：“请同志们研究一

下，看苏联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

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

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

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

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

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

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

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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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批判〈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就

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做法宝，祭起

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上述背景无疑增加了庐山风云的复杂性，

而赫鲁晓夫、美国、蒋介石乃至彭德怀竟被牵

扯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窦娥冤”几

乎是必然的。而此事又牵扯上一个张闻天。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曾有3小

时的发言，记录稿是8000多字。有人统计，讲

成绩只有270多字，在39个“但”字后是专讲

缺点的，还有13次是说“比例失调”的，有12

次是说“生产紧张”的，更有108次是说“很

大损失”的。于是毛泽东斥责这个发言是“漆

黑一团的材料”。张闻天于1951年至1955年任

中国驻苏联大使，在庐山会议之前，他曾与彭

德怀同乘一机，赴波兰华沙参加外长会议，于

是也有“里通外国”之嫌。

庐山会议风向转变之后，8月1日，毛泽东

在中央常委会上批判彭德怀，说他“从打击斯

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刘少奇也说：彭德

怀“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

人崇拜”，他“反对唱《东方红》歌曲”，等

等。对此，彭德怀当即反驳说：“你们这样推

测，就难讲话了。”

有“朱可夫”的例子在前，又有“里通外

国”的嫌疑在后，于是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

中央常委会上对彭德怀说：你“这次从国际取

了点经”，但又加上一句：“不能断定”。随

后的8月11日大会上，他又对彭德怀说：赫鲁

晓夫特别强调“集体领导”，“你大概在莫斯

科取了点经吧!”听话听音，这不是有“朱可

夫”的影子么？

庐山会议之后，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

议，深入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外事系统相

应召开会议批判张闻天，并追逼他交代“里通

外国”一事。）彭德怀争辩，被认为是“花言

巧语”，于是，又开始了秘密取证。

军委扩大会和全国外事系统会议的两会领

导小组，又联合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收

集揭发彭德怀、张闻天与外国人联系的材料，

包括向驻外使馆发电报查询，另外还编印了

专题简报，在限定的小范围内分发。由于证据

不足，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皆未作出所

谓“里通外国”的结论。不过，毛泽东于9月

11日曾对两会与会者提及“绝对不可以背着祖

国，里通外国”这样一句话。此后的12月，毛

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在会上还提到：“1953

年莫斯科支持高、饶、彭、黄搞一次颠覆活

动，今年又支持高、饶余孽再搞一次颠覆活

动。”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还说：

“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

能平反，因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

有国际背景。”彭德怀闻讯后非常气愤，立即

打电话给“中办”的杨尚昆，说：“请转报主

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

此后，彭德怀忍不住又给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写了关于“里通外国”、“小集团”、“历

史问题”的一封申诉信，这就是所谓“八万言

书”。彭德怀还在《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指出：刘

少奇所谓“里通外国”的说法，“完全是无中

生有！真理只有一个，事实已经作了结论。少

奇同志对客观事物作了歪曲的分析，即凭空推

测动机的错误结论，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

事实将要再次证明是错误的。我没有任何反

党小集团，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

活动，这对我是诬蔑！”彭德怀后来又郑重说

明：“我写那封信的目的，是想把我所犯错误

的性质弄清楚”，“我恳诚地再次向党申明，

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和企图‘篡党’，也

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

“朱可夫事件”后，中国高级将领的这两

次风波，真可谓“步步惊心”。不过，如果说以

上之事或许是毛泽东对苏联教训的过度反应，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就更令人深思了。

这是发生在另外两个中国军队元帅身上的

事情，而且又都与苏联有关。

【尤金的“玩笑”与陈毅的震惊】

据《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庐山会议，彭总的有些话确实

说得不够妥当……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

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

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

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

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

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

命’。”

陈毅元帅竟然听到苏联大使尤金那样一句

话。这是一句玩笑话呢，抑或是别有用心？

又据杨尚昆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时，陈

毅留守北京，苏联大使尤金开玩笑，说你可以

乘机大权独揽，发动政变。陈毅随即报告毛泽

东，毛认为苏联有一个颠覆我们政权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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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寻找党内的赫鲁晓夫（与之相联系的，有

所谓秘密录音等问题），毛泽东因此提出要预

防百年后有一个中国的秘密报告云云。（苏维

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

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这里，杨尚昆是说尤金

在“开玩笑”，但是陈毅当时却是惊出一身冷

汗，此后也难以忘怀。就在“九一三”事件之

后的1971年10月24日“老同志座谈会”上，他

在发言中又提及此事，谈及有人（在座谈会

上，陈毅认为是“林彪之流”）借此事恶毒攻

击他，说他与尤金勾结搞政变，又说他反毛主

席，搞宫廷政变，而且搞得很凶，“好像不去

出席庐山会议，就是为的留在北京搞政变”，

陈毅思之不寒而栗。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1959 年9 月 30 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结束了对美国的

访问之后匆匆赶到北京，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10周年的庆典。当晚，他就在国庆宴

会的讲话中教训了中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

去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此后双方

的会谈中，又指责1958 年炮击金门、马祖是

“冒险”、“好战”，是“对亚洲和平不负责

任”。在场的陈毅当即起而反驳，而赫鲁晓夫

说：“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

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

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

毅回敬说：“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

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在谈及此前苏方提

出要和中国共建一个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

的建议时，赫鲁晓夫受到中方的责问，陈毅又

与之当面对证，让赫鲁晓夫下不了台。此后中

苏关系行将破裂，陈毅在会见外国友人时多次

愤慨地表示：“我们不希望拥有卫星国，但也

决不做任何人的卫星国！”

随着赫鲁晓夫的黯然下台和中国原子弹试

验成功，陈毅终于在情感上有了一次淋漓畅快

的宣泄。那是1965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外记者招待会，陈毅外长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高兴地提到中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又不

由提及此前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

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而“我

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接着，陈

毅大声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

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

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

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

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

会胜利的……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

切都报！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

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这就是陈毅1965年的著名怒吼，当时他的

这席话引起了外界很大的震动。对此陈毅曾对

外交部的一些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

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

复返了！”

【马利诺夫斯基的“醉言”与周恩来贺龙的愤怒】

就在陈毅释放“咆哮体”的一年前，1964

年10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共中央

通报了苏共领导高层发生的人事变化。当时中

国领导人出于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也向苏共

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了贺电。

此后为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中国派出了以周

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赴苏

参加庆祝活动，并进行了友好访问。

此次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又发生了一件极

不愉快的事情。那是11月7日的晚上，克里姆

林宫举行招待会，一些苏联元帅看到贺龙元

帅，纷纷上前表示友好。就在勃列日涅夫、柯

西金、苏斯洛夫、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敬酒之

后，周恩来与贺龙也走到苏联元帅们的席前向

他们祝酒。周恩来还提议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

谊、为两国军队的友谊干杯，苏联元帅们都高

兴地举杯。不料，此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

斯基走来对周恩来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鬼

来搞乱我们两国关系，我们要友好。”周恩来

以为他喝醉了，只是淡淡地回应说：“加强友

谊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马利诺夫斯基却依然

饶舌地说：“我们人民要幸福，你们人民也要

幸福，不要任何毛泽东、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

我们。”（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首席翻译顾达

寿后来在《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一书中所记载

的马利诺夫斯基的原话是：“我们已经把我们

的一个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轮到你们……”顾

达寿当时曾试图打断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但没

能起作用。）周恩来听后当即斥责说：“你胡

说什么！”这时，在场的那些苏联元帅们见此

情景，也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们走到一旁商量

了一下，便由崔可夫走到周恩来身旁说：“总

理同志，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不代表我们。”

周恩来也以缓和的语气说：“我了解你们的意

思。”接着，苏联元帅们走过来，与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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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一一握手，以示友好，随后周恩来回到了

主宾席。

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胡说八道时，贺龙

正在与崔可夫谈话，不曾想，马利诺夫斯基又

走到贺龙面前，搭讪着说：“贺龙同志的元帅

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

龙则不冷不热地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

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又借题发挥地说：

“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

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也被

毛泽东玷污了。”接着，他竟对贺龙说：“我

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

效我们，将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

能和好。”贺龙马上警觉出对方的恶意，厉声

说：“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的话是错误的。”正在他身边的崔可夫也连

忙表示：“我们并不这样看。”

马利诺夫斯基如此大闹招待会，实在令人

费解。

却说贺龙听了他的胡话，急忙向周恩来反

映，周恩来又当即向勃列日涅夫（一说米高

扬）表示：马利诺夫斯基的讲话是对中国的严

重挑衅！勃列日涅夫在了解了情况后对周恩来

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今天喝醉了，他是酒

后失言，不必介意。”周恩来则说：“这不是

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

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时，周恩来就此又向

苏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

说：“马利诺夫斯基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

员，作为中央委员他也没有权力发表（这种）

个人意见。他的话同苏共中央和新领导的看法

毫无共同之处，决不代表主席团的看法。马利

诺夫斯基愿意向中方正式道歉。我也以中央委

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我们领导集体的

看法，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正式声明。”他还

再三希望不要因为此事而影响了双方已预定要

开展的工作。当时另一位苏方领导人波德戈尔

内也表示“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云

云。（一说中国代表团离开后，勃列日涅夫和

柯西金曾亲赴代表团住地回访，当时周恩来

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

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共产党

也撤换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周恩来还特别指

出：“西方国家的媒体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

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

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

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

样胡说八道吗？”）

无疑，对于已经破裂的中苏关系，这次事

件不啻雪上加霜。（而此前的1958年4月，自

恃曾率领苏联红军解放中国东北有功的马利诺

夫斯基，就曾在苏联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建

议，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用于军事指挥的长波电

台。）如此严重的话，应该是酒精作用下的

产物，但正如周恩来指出的，是所谓“酒后吐

真言”，代表着苏共中央一些人的想法。据说

当时周恩来听罢马利诺夫斯基的“醉言”，神

情骤变，全身颤抖，随即他环视四周，立即对

马利诺夫斯基怒目而视，斥之为胡说八道。在

周恩来提出强烈要求苏方给予正式道歉之后，

由于苏共领导人没有立即回应，周恩来当机立

断，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以表示

抗议。代表团回到使馆后，马上向国内拍发电

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11月14日，周恩来率团提前结束访问，返

回北京，毛泽东也破例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部

常委亲赴机场迎接。翌年3月，中共中央表示

拒绝参加由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

商会议。1966年2月，苏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

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共复信表示不

参加。至此，中苏两党关系宣告中断。

“朱可夫事件”以及“里通外国”，或许

是最高判断者在政治焦虑下的“妄想”，而它

的复杂性还在于其真真假假的边缘，以及由此

带来的许多无法预料的变数。诚如清人金圣叹

的“剃头歌”：“闻道头堪剃，人人尽剃头。

有头皆可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

是我头。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夏衍

在“文革”狱中又作《整人诗》一首：“闻道

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是人皆可整，不整不成

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

人亦整其人。”）就在刘少奇言之凿凿地说

“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

能平反，因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

有国际背景”之后数年，1964年6月，毛泽东

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及至1973

年12月，毛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

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忽然提出“准备打

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

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

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